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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 《三国志注 》的历史文献学价值
陈　楠

(吉林省图书馆 ,吉林长春 130021)

[摘　要 ] 　本文在简单介绍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 》和前人对《三国志注 》的研究情况的基础上从史料价值 、史学史价值和

历史研究方法方面的价值三方面对《三国志注 》的历史文献学价值进行了分析 ,认为《三国志 》的注文同正文具有同样重要

的史料价值。裴松之的《三国志注 》在史学史上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它与汉末以来注释家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有着明

显的进步。同时裴松之发展了历史考证学。

[关键词 ] 　裴松之　《三国志注 》　史料价值　史学史价值　历史考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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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 》

裴松之 ,字世期 ,生于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公

元 372年),卒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公元

451年)。南北朝时河东闻喜 (今山西闻喜县)人 。

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史学家之一。

裴松之生于世代官宦家庭 ,祖父裴昧 ,曾任光禄

大夫 ,父亲裴珪 ,作过正员外郎 。本人自幼好学 , 8

岁时已学通 《论语 》、《毛诗 》。 20岁开始做官。在

晋孝武帝时历任殿中将军 ,员外散骑侍郎;到晋安帝

时历任吴兴郡故障县(今浙江安吉县北)令 、尚书祠

部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 416年),执掌朝政

的太尉刘裕兼领司州(西晋以司隶校尉所统辖地区

为司州 ,治洛阳)刺史 ,率军北伐 ,裴松之为司州主

簿 ,随军北进 。晋军攻占洛阳后 ,松之即在洛阳任

职 。晋恭帝元熙二年 (公元 420年),刘裕代晋称

帝 , 建立宋朝 。裴松之时已 49岁。但刘裕认为其

有 “廊庙之才 ”,特意将其从洛阳召回江南 ,先后委

任其世子洗马 、零陵 (今湖南零陵县)内史 、国子博

士等职 ,很为重用 。

宋文帝刘义隆亦很器重裴松之 ,曾于元嘉三年

(公元 426年)派遣大使 16人巡行天下 ,裴松之为其

中之一 ,出使湘州(今湖南湘 、资二水流域及广东 、广

西北部 ,治所在临湘 ,即今长沙市)。巡行归来 ,任中

书侍郎和司 、冀二州 (冀州 ,治所在今山东历城县)大

中正 ,并被封为西乡侯。

由于裴松之学问渊博 ,精通史学 ,故宋文帝诏令

他为《三国志 》作注 。他潜心三年 ,于元嘉六年(公

元 429年)七月完成。文帝看后 ,称赞说;“裴世期

不朽矣”。

《三国志注》撰成后 ,裴松之受任永嘉(今浙江

温州以南一带)太守 ,因能体恤 、周济民众 ,故境内

吏民安居乐业。后为南琅砑(今江苏句容县北)太

守 ,致仕后拜中散大夫 ,太中大夫 。元嘉二十八年

(公元 451年), 80岁的裴松之奉命继何承天之后撰

述国史 ,但未及动笔 ,便与世长辞了 。

裴松之著作除《三国志注 》外 ,尚有《晋纪 》、《宋

元嘉起居注》、《裴氏家传 》、《集注丧服经传 》、《裴

松之集》等五种。只有 《三国志注 》流存至今 ,是我

们研究其史学成就的主要依据。对 《三国志注 》的

史学价值 ,过去有学者抱轻视态度 ,认为注释之文 ,

不过附庸之作而己 。这应该是肤浅之见 。好的著述

必须配上好的注释 ,珠联壁合 ,相得益彰 ,才能成为

史学瑰宝 ,垂范于后世。①

裴松之所注 《三国志 》—书 , 为西晋陈寿所撰

著 ,记载了魏 、蜀 、吴三国鼎立时期约 60年间的史

事 ,共 65卷 。人称陈寿 “善叙事 、有良史之才” ,裴

松之也认为其书 “铨叙可观 ,事多审正 ”,是 “近世之

嘉史 ”②。但此书过于简略 ,时有脱漏 ,亦是公认的

缺憾 。因此 ,裴松之补注对后世殊有意义。

二 、前人对 《三国志注》的研究

第一个对裴松之 《三国志注 》进行整体评价的

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 。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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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三国志〉裴注研究》 ,胡宝国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 1998

《上三国志注表 》、《三国志》附录 , 裴松之 , 中华书

局 , 1982



总第 109期 山东 图 书 馆 季 刊 2008年 9月

年)七月 《三国志 》注成奏上 ,宋文帝叹为 “不朽!”

从唐代开始 ,学者们对裴松之及其 《三国志注 》提出

了尖锐的批评意见 ,主要针对裴注资料庞杂繁芜和

体例不纯。刘知几认为 ,裴松之 “才短力微 ,不能自

达 ,喜聚异同 ,不加刊定 ,恣其击难 ,坐长烦芜 ” ①。

陈振孙认为 ,裴注 “鸠集传记 ,增广异文 。大抵本书

固率略 ,而注又繁芜 ”。② 叶适甚至认为 , “(裴)注

之所载 ,皆(陈)寿书之弃余 ”③。元代郝经从蜀非正

统的角度否定了裴注 ,认为裴松之 “绩力虽勤 ,而亦

不能更正统体”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则肯定了

裴注保存六朝文献之功 ,批评了裴注体例不纯:“或

详或略 ,或有或无 ,亦颇为例不纯 。然网罗繁富 ,凡

六朝旧籍 ,今所不传者 ,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

完具 ,不似郦道元 《水经注 》、李善 《文选注 》皆剪裁

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 ,取材不竭 ,转相引据者 ,反

多于陈寿本书焉 。⑤”针对这些责难 ,钱大昭则认为:

“世期引据博洽 , 其才力实能会通诸书 , 别成畦

町 。”⑥钱大昕还认为:“裴氏注摭罗缺佚 , 尤为功

臣 。”⑦李慈铭则高度肯定了裴注的体例 ,认为 “裴松

之注博采异闻 ,而多所折衷 ,在诸史注中为最善 ,注

家亦绝少此体”⑧。侯康则充分肯定了裴注的史料

价值:“陈承祚 《三国志 》,世称良史 ,裴注尤博赡可

观 。” ⑨

1949年以后 ,学者们进一步肯定裴注的史学价

值 。缪钺认为 , “裴注搜采广博 ,多存异书 ,考证辨

析 ,也相当精确” 10。杨翼骧总结了裴松之对中国史

学的三大贡献:一 、开创了史注新法;二 、开创了史料

比较法并发展了史料考证学;三 、是中国史学批评史

上第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 11。此后 ,裴松之与裴注

的研究几乎停顿了 20年。 20世纪 80年代以后 ,裴

松之与裴注的研究全方位展开。据统计 , 1983至

2002年发表论文计 30余篇 ,出版专著 《陈寿 、裴松

之评传 》 12。

在对裴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学界对裴注史料

的征引依然存在两种批评意见 。王廷洽认为注文的

价值远不及正文 13。张孟伦认为 ,裴松之 “屡引神奇

鬼异之书 ,以言怪诞不经之事 ,是迎合统治者的意

旨 ” 14。李晓明认为 ,裴松之政治思想的保守倾向导

致 “疾虚妄”的直书精神不彻底;反对神仙之学和神

秘主义的不彻底性导致妥协和自蹈覆辙;违背自己

行文简洁的主张导致烦琐的倾向 15。相反 ,吴伟鹏

认为 , “增事实 ,聚异同 ,是裴氏撰 《注 》的目的 ,也是

裴 《注》的一大优点”;“引文审慎是裴 《注 》的另一

优长之处” 16。伍野春则认为 ,裴松之所引志怪小说

的许多内容是现实的折射反映 17。日本学者林田慎

之助持同样的观点:“《三国志 》裴注所引用的异闻

逸事之所以为裴松之征引 ,是因为这些异闻逸事后

面反映了比逸闻本身更加深刻的历史事实。”由此

认为裴松之有着 “无与伦比的独自论证史观 ”,这种

史观 “与后来修撰《晋书》时将异闻逸事收入人物传

记的那种风格做法不能同日而语 ” 18。另外 ,高凯的

《略论 〈三国志 〉裴松之注的史料价值 》(《郑州大学

学报 》2000年第 4期)、易孟醇的 《(三国志)裴注说

略》(《长沙水电师范学院学报 》1992年第 1期)、徐

大英的《裴松之(三国志注)初探》(《传统文化与古

籍整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94年)、布仁

图的 《从〈让县自明本令〉看裴松之〈三国志注 〉的史

料价值》(《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6年第 4期)、李伯

勋的 《〈三国志 〉裴注所书的史传文学价值》(《中华

文化论坛 》2OO1年第 2期)、阮荣的 《裴松之对三国

时期历史地理的贡献 》(《运城师专学报 》2002年第

2期)、刘治立的《简析 〈三国志 ·诸葛亮传 〉裴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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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补注》(上下), 刘知乙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2000

《直斋书录解题》卷四 “三国志”条 , 陈振孙 , 上海古

籍出版社 , 1987

《文献通考》卷 191、“经籍考·三国志 ”条引马端临

撰 ,浙江古籍出版社 , 1998

《续后汉书》 ,郝经 , 中华书局 , 198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三国志· 附录》, 永 等 , 中

华书局 , 1982

《三国志辨疑·自序》 ,钱大昭 , 商务印书馆 , 1937

同上

《越缦堂日记》咸丰己未二月初三日 , 李慈铭 , 商务

印书馆影印本 , 1937

《三国志补注续》 ,侯康 , 中华书局 , 2007

《陈寿与(三国志)》刊于《历史教学》 1962年第 1期

《裴松之与范晔》载 1962年 7月 14日《光明日报》

杨耀坤 、伍野春著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1998年 12月

《应正确认识 〈三国志〉裴注的价值》刊于《上海师

范学院学报》 1983年第 4期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 , 张孟伦 , 岳麓书

社 , 1983年

《裴松之史学初论》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90

年第 4期

《略申〈三国志 〉裴注之优长 》刊于 《史学史研究 》

1984年第 1期

《陈寿 裴松之评传 》, 杨耀坤 、伍野春 , 南京大学出

版社 , 1998

《2000年日本史学界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刊

于《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2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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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成都大学学报》2002年第 2期)等均从史学

角度对裴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批评 。

三 、《三国志注》的史料价值

首先 ,在政治方面 ,裴注在 《三国志 》原文注释

中补充记载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如关于曹操的家

世以及青少年时期的情况 , 《武帝纪 》中只有廖廖数

语 ,裴注引王沈 《魏书 》记载了曹氏的起源 、地望情

况 ,注引《曹瞒传 》、司马彪 《续汉书》、郭颁 《世语 》

和张潘 《汉纪 》等史籍 ,考证出曹操的小名 、其父曹

腾的为官经历以及曹操青少年时期的许多轶事 ,从

而为我们研究曹操的政治才能和性格特征提供了丰

富的史料。还详细记录了曹操不事董卓的言语 、东

归的经过以及起兵人数等内容 ,既扩展了 《三国志 》

的内容 ,又保存了不同的说法 ,确实发人深思。关于

曹操从军 、为政时期的性格特征和从政风格 , 《武帝

纪 》语焉不详 ,但裴注引 《曹瞒传 》记载:曹操 “为人

佻易无威重 ,好音乐 ,倡优在侧 ,常以日达夕……然

持法峻刻 ,诸将有计划胜出己者 ,随以法诛之 ,及故

人旧怨 ,亦皆无余。”又引 《曹瞒传 》记载 “曹操以马

腾入麦中……援剑割发以置地 ”、棒杀幸姬及借主

粮官之命以谢自己无力筹集军粮之罪等故事 ,为后

《三国演义》所本 ,成为千古流传的话题。此外裴注

博引《傅子》及王沈 《魏书 》记载了曹操勤政 、勤学 、

才学卓识和雅性节俭的生活作风 ,对后人全面把握

其性格特征和公正地评价其历史功绩 ,提供了丰富

的史料 。关于曹丕取代汉献帝之位时的具体情况 ,

裴注博引袁宏《汉纪》、《献帝传》等书所记载的汉献

帝退位诏以及陈群 、辛毗 、太史水许芝等一百多位文

武大臣上奏的所谓 “烤图纬之言 ,以效神明之应 ”的

谎言 ,使后人对曹丕代汉的经过和威胁利诱的阴险

手段有了清醒的认识 。关于孟达其人其事 , 陈寿

《明帝纪 》中仅记载太和元年 “新城太守孟达反 ,诏

镖骑将军司马宣王讨之”一句 ,而裴注博引 《傅子》、

《三辅决录》和鱼豢《魏略 》,通过结合 《蜀书 ·刘封

传 》中所涉及孟达反蜀投魏的经过 ,使后人得以了

解孟达的家世以及其父子俩为人首鼠两端的做派 。

关于曹魏在官制方面实行 “假辅 ”制度的问题 ,裴松

之在《明帝纪 》景初二年正月 , “招太尉司马宣王帅

众讨辽东”下注引 《魏名臣奏》载散骑常侍何曾的上

表和《毋丘俭志记 》。由此 ,后人得以了解 “假辅 ”制

度实际上是曹魏时期在选官与任官过程中所实行的

重要防范措施 。而遍查陈寿 《明帝纪 》及 《毋丘俭

传 》均只字未提。关于曹魏时期的名士孔融 , 《三国

志》语焉不详 ,而裴松之通过在 《崔琰传》 , 《邴原传 》

中注引《源别传 》、司马彪 《续汉书 》和 《丸州春秋 》、

张潘 《汉纪 》以及 《魏氏春秋》等书 ,详细记载了孔融

的家族世系情况 、为官经历 、学问 、品德以及得罪曹

操后被诛杀的经过 。关于如何处置罪犯毋丘俭的孙

女问题 , 《三国志 》只字未提 ,而裴注引千宝 《晋纪 》

和《世语》两段详细的记载 ,既有助于后人了解曹魏

时期族灭之刑的严酷程度 ,又可了解曹魏自正元年

间开始实行的 “在室之女 ,可从父母之刑 ,既醮之

妇 ,使从夫家之戮 ”的新条律。关于曹操死后的军

政格局情况 , 《三国志 》语焉不详 ,裴注在 《贾逵传 》

中引 《魏略 》记载了 “士民颇苦劳役 ,又有疾病 ,于是

军中骚动 ”, 以致 “群僚恐天下有变 , 欲不发丧 。

……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的混乱局面 ,由此使

后人对曹操生前控制的 “青州军 ”的归顺程度产生

了怀疑;同时 ,结合 《于禁传 》中于禁 “未至太祖所 ,

道见十余人被创裸走 ,禁问其故 ,曰:̀为青州兵所

劫 ' ”的记载看 ,曹操收编的 “青州兵 ”纪律相当松

散。裴注所引对全面研究 “青州兵 ”提供了素材。

其次 ,在军事方面 ,裴注在 《三国志 》原文注释

中补充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如关于曹操与袁绍争

斗时的兵力问题 , 《三国志 》仅记载 “时公兵不满

万”,而裴松之根据袁 、曹对峙的形势从战略 、战术

的实施角度出发 ,认为

“魏武初起兵 ,已有众五千 ,自后百战百胜 ,败

者一十二三而已矣 。但一破黄巾 ,受降卒三十余万 ,

余所吞并 ,不可胜纪;虽征战损伤 ,未应如此之少

也”。

从而有力地批驳了陈寿 《三国志 》“时公兵不满

万”的不切实际的说法。关于曹魏时期著名发明家

马钧的事迹 , 《三国志 》正文无一字涉及 ,而裴松之

在《明帝纪 》中引鱼豢 《魏略 》记载 ,曾 “使博士马钧

作司南车 、水转百戏”。裴注又在 《杜夔传 》中引傅

玄之话 ,叙述了马钧发明水利灌溉设施 —翻车和改

造诸葛亮所造 “连弩 ”,并尝试 “以车轮悬瓴甓数十 ,

飞之数百步 ”等生平事迹 , 大大填补了陈寿 《三国

志》关于马钧事迹的空白之憾 。关于黄武三年(公

元 224年)孙吴在与曹魏对峙中所采取的军事伪装

术 , 《吴书 》只字未及 。而裴注引干宝《晋纪》记载

“魏文帝在广陵 ,吴人大骇 ,乃临江为疑城 ,自

石头至于江乘 ,车以木祯 ,衣以苇席 ,加采饰焉 ,一夕

而成 。魏人自江西望 ,甚惮之 ,遂退军”。

可见 ,早在三国时期孙吴已把军事伪装术成功

地运用到对敌战争中 。其三 ,在文化和民族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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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裴注亦补充记载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如关

于曹魏时期少数民族之一—乌丸的史料 , 《三国志 》

介绍较少 ,而裴注引 《魏略 》和王沈 《魏书》 ,其间涉

及乌丸的习俗 、种姓 、户口 、婚俗 、生产力水平等情况

以及乌丸降附内地后与匈奴同为寇害 、其后又亲附

内地政权的详细经过 ,对研究乌丸的社会经济状况

和民族的融合史 ,有着重要的意义。关于箕氏朝鲜

和辰韩等地的中原移民问题 ,裴注引鱼豢 《魏略 》详

细记载了自殷商末年到秦汉末年以来 ,大量的中原

移民为了躲避战争的侵扰而逃亡朝鲜的情况 ,从而

为研究中朝人民源远流长的交往史提供了有力的证

据 。关于曹魏时期太学的发展情况 ,裴注引 《魏略 》

序语 ,补充记载如下:

“从初平之元 ,至建交之末 ,人下分崩 ,人怀荀

且 ,纲纪既衰 ,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 ,新主乃

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 ,补旧石碑之缺坏 ,备博十之员

录 ,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 ,有欲学者 ,皆遣诣

太学。太学始开 ,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 、青龙中 ,

中外多事 ,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 ,多求诣太学 。太

学诸生有千数 ,而诸博士率皆簏竦 ,无以教弟子 。弟

子本亦避役 ,竟无能学习 ,冬去春来 ,年年如是 ”

另外 ,在 《杜夔传附子杜恕传 》中 ,裴注亦补充

了关于曹魏时期太学教育方面的史料 。

其四 ,在经济方面 ,裴注亦补充记载了许多有价

值的史料。如关于曹魏时期陆上 “丝绸之路 ”问题 ,

《三国志 》只字未提 ,裴注引《魏略 ·西戎传》记载 ,

丝绸之路在汉代已形成南道与中道的基础上 ,曹魏

又出现了一条 “新道”以及西域地区焉耆 、龟兹 、疏

勒等属国情况 ,从而真实地反映了丝绸之路贸易活

动的发展状况。关于大秦国的情况及在丝绸之路贸

易中的作用 ,裴注博引鱼豢《魏略 ·西戎传》补充记

载了大秦的详细情况 ,其中既涉及大秦的历史和到

达大秦的途径 ,又涉及大秦地理位置 、人种 、典章制

度 、物产 、农业手下业的发展和与中国内地发生贸易

的种类及途径 ,而这些史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大

秦国人种的来历和大秦国在丝绸之路国际贸易活动

中所扮演的角色 ,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最后 ,在社会史和人口史方面。关于汉魏时期

“客 ”的出现 , 《三国志》语焉不详 ,而裴注引鱼豢 《魏

略 ·勇侠传 》记载了自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孙宝

硕 、祝公道 、杨阿若 、鲍出等四位民间著名的 “勇侠 ”

之士。其间引文中有 “初平末 ,宝硕以东方饥荒 ,南

客荆州 ”以及 “鲍出字文才 ,京兆新丰人。少游侠 。

兴平中 ,三辅乱……客南阳。建安五年 ,关中始开 ,

(鲍)出来北归 ”两段文字 ,甚有深意。另 《陈矫传 》

记载他曾避乱江东及东城 , “辞孙策 、袁术之命 ,还

本郡 ”;《徐宣传》记载他曾 “避乱江东 ,又辞孙策之

命 ,还本郡 ”;在 《和洽传 》中 ,裴注引 《妆南先贤传 》

记载东汉末年汝南名士许邵也曾 “避乱江南 ”, 后

“终于豫章 ,时年四十六 ”。在 《杜袭传 》中裴注引

《先贤行状 》记载杜袭的祖父杜根 ,在东汉邓太后临

政时 ,亦曾 “密起逃窜 ,为宜城山中酒家客 ,积十五

年”, “邓后崩……(杜)根乃自出 ,征诣公车 ,拜符节

令。”从以上几条史料看 ,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

之后出现的 “客家”一词 ,应该最早萌芽于东汉中期

至曹魏时期 。关于曹明帝时期曹魏的人口数 , 《三

国志 》仅有陈群上书明帝时所言 “今丧乱之后 ,人民

至少 ,比汉文 、景之时 ,不过一大郡 ”,而裴松之在同

书同卷对此说进行了辨析 ,既表示了他对曹魏户口

数量的疑惑和估量 ,又补充了关于西晋太康三年

(公元 282年)的户口数 。同时 ,据司马彪 《续汉书

·郡国志 》注称:“(魏)景元四年(公元 263年)与蜀

统计 ,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 ,口五百三十七

万二千八百九十一 ”。以此数减去同年蜀汉的降户

数 ,则知曹魏景元四年所实际控制的人口为 663423

户 , 4290891人。另据 《吴书·孙皓传 》裴注引 《晋阳

秋》记载 ,吴天纪四年受降西晋时 ,有 “户五十二万

三千 ,吏三万二千 ,兵二十三万 ,男女口二百三十万

……后宫五千余人 ”。以曹魏景元四年与吴天纪四

年的户口数相加 ,与 《晋太康三年地记 》所载西晋户

数差距达 230余万户 ,可见 ,三国及西晋时期的户口

数问题仍值得进一步研究。关于蜀汉政权灭亡时的

人口 、粮食及钱财情况 , 《三国志 》只字未提 ,而裴注

引王隐 《蜀记 》则补充了详细的史料 。关于 “诸葛

氏”的姓氏起源 , 《三国志 》只字未提 ,而裴注在 《诸

葛瑾传》中引 《吴书 》,记载了诸葛氏的来源 、地望 、

迁徙过程以及诸葛瑾的治学情况 ,为研究姓氏起源

和人口迁徙提供了佐证 。总之 ,诸如此类 ,不胜枚

举。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 《三国志 》裴松之注所补充

的史料涉及到三国时期魏 、蜀 、吴三国政治 、经济 、军

事 、文化 、外交 、民俗以及民族融合等诸多方面 ,确实

对陈寿《三国志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拾遗补阙之功 。

正因为这些原因 , 《三国志 》的注文同正文具有同样

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 、《三国志注 》的史学史价值

裴松之的 《三国志注 》在史学史上是非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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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的 。裴注与汉末以来注释家着重于名物训诂的

注释有明显的不同 。据沈家本统计 ,注中引书 “经

部廿二家 ,史部一百四十二家 ,子部廿三家 ,集部廿

三家 ,凡二百十家 。”由此许多 《三国志 》中失载的历

史事实得以保存 。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

地方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说:

“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 》,考究训诂 ,

引证故实。 ……盖欲为之而未竟 ,又惜所已成 ,不欲

删弃 ,故或详或略 ,或有或无 ,亦颇为例不纯。”①

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 ,训释文义 ,裴注间而

有之而不详 ,盖非其宗旨所存。”②杨翼骧先生在 《裴

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 、文义 、校

勘 、名物 、地理 、典故若干类 。他认为:“作注的目的

主要是增广事实 ,而这一类的注解不过是附带的工

作 ”。

在中国史学史上 ,裴松之的 《三国志注 》占有特

殊的地位。宋文帝对裴注的赞扬并非溢美之词 ,从

广辑资料 ,为三国时期的历史保存大量珍贵生动史

实的意义来看 , 《三国志注 》的功绩确实是不朽的 。

裴松之所引用的魏晋人的著作多至二百一十余种 ,

除去诠解文字及评论方面的书籍 ,尚有一百五十多

种 。这些书籍收入到 《隋书 ·经籍志 》中的不过四

分之三 ,到唐 、宋以后 ,则十不存一了。裴注所征引

的材料不但面广 ,而且首尾完整 ,不似其他引书那样

割裂剪裁 ,断章取义 ,尤为重要的是裴注还保存一些

亲身见闻的资料 。如 《齐王芳纪 》注引 《搜神记》载

魏明帝 “诏三公曰:

“先帝昔著《典论 》,不朽之格言 ,其刊石于庙门

之外及太学 ,与石经并 ,以永示来世。”

“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 ,历观旧物 ,见 《典论 》石

在太学者尚存 ,而庙门外无之 ,问诸长老 ,云:晋初受

禅 ,即用魏庙 ,移此石于太学 ,非两处也。”

裴注与汉末以来注释家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

有着明显的进步 。

五 、《三国志注》在历史研究方法方面的价值

在裴松之以前 ,注家大多以采取解释音义 、名

物 、地理 、典物等方法为史书作注 。如马融 、郑玄注

《尚书》 ,贾逵 、服虔 、杜预注 《左传 》 ,贾逵 、韦昭注

《国语》 ,高诱注 《战国策》 ,徐广注《史记》 ,服虔 、应

劭 、韦昭 、晋灼 、蔡谟注 《汉书 》等。而裴松之的注

文 ,不仅包括上述内容 ,而且增加补阙 、备异 、惩妄 、

论辩等名目 ,遂为注书开创了一种更加完备的体例 。

注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提供史料 ,而且这些史料

都经过了注家的精心审核 ,从而使人能够较多地了

解历史真象。无疑 ,这样注史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

清人钱大昭认为注史与注经不同 ,注史应以达事为

主 ,叙事不清 ,训诂再精也解决不了问题 。他称赞裴

松之注书博引载籍 ,增广异闻 ,是是非非 ,使天下后

世读者昭然可见。但这样注史颇费功力 ,除注家精

通原书外 ,还要熟悉其他史籍 ,并对历史事件 、历史

人物有自己的研究与见解 ,有综合 、分析 、考据的能

力。后世不少人仿效裴注的体例进行注史 ,如宋人

王暤的《庸余录 》、陶岳的 《五代史补 》、清人彭元瑞

的《五代史记注 》、吴士鉴的 《晋书斢注 》,但其成就

皆不及裴松之 ,大约与不具备上述的条件有关。

杨翼骧和杨耀坤都认为 ,裴松之发展了历史考

证学 。考证法是中国传统史学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

从裴松之在 《三国志注 》中征引东晋孙盛 《异同杂

语》的内容可知 ,孙盛也曾在其书中对许多史事进

行了考证 。令人遗撼的是 ,此书早已亡佚。所以我

们说 ,在历史考证学中 ,裴松之在 《三国志注 》中的

考证内容是保存至今最早的完整记载。裴松之在

《上三国志注表 》中说:“三国虽历年不远 ,而事关

汉 、晋 、首尾所涉 ,出入丰载 ,注记纷错 ,每多舛互 。”

因此 ,他在注 《三国志 》时 ,将魏晋之际有关三国历

史诸史书中 “纰缪显然 ,言不附理者 ”注录于 《三国

志》的同人 、同事之下 ,并对这些内容以及 《三国志 》

中的错误记载进行了考证 , “以惩其妄”。伍野春的

《裴松之的历史考证法》,根据裴松之《三国志 》中的

141则考证 , 归纳 、分析其方法并阐述其特点和源

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根据有关人物行年的活

动考证史实;(二)根据有关人物的年龄考证史实;

(三)根据有关人物的职官考证史实 。这是目前惟

一专题探讨裴松之历史考证法地位和方法的论文 。

该文认为 ,裴松之的历史考证法是 “现存最早最完

整的历史考证法”, ③其具体考证方法如根据有关人

物行年活动 、年龄 、职官以及社会调查所得考证史

实 ,对无法考证的史实采取存异或注明 “未详 ”。

可见 ,裴松之在发展历史考证学方面作出的贡

献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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